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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中共党建
策略的演变及其长远影响

——一项历史政治学的考察

贺东航

摘 要  中共从成立初期的“上海岁月”至延安时期党建策略的演变对党的建设及中国

革命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共上海时期的党建工作确立了党的基本

组织原则和运作模式，完成了从研究团体向初生政党的转变。这一时期党的基本框架、路径

和规则得到确立，包括党的组织原则、内部治理结构、党员标准以及党的日常运作，等等。在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整风运动”等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党建策略，实现了思想统一和组织整

合，为应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战争挑战提供了坚实保障。特别是延安时期党建的特点和成

就，包括思想建设、组织结构优化、领导层的示范作用、军队党建实践等方面，表明中共党建

策略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当时面对的政治环境变化以及中国革命的进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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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历史发展中，政党治理即党的建设一直是历任领导核心高度重视的关键领域。自1921年

中共成立伊始，党的建设就成为中共在中华大地崛起和壮大的基石。通过剖析中共从成立到延安时期

的党建演变及其对中共长期发展战略的影响，可以看出这些策略的变化是如何塑造了党的组织结构、思

想理念等。从早期的地下斗争到延安时期的全面党建实践，中共的党建策略不断演进。党建工作成为

中共巩固组织结构、提升战斗力并最终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法宝。

一、中共党建研究的梳理及再审视

党建工作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共的发展壮大史。1921年7月至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曾

经长期进驻上海。笔者在这里提出了中共中央“上海岁月”的概念，意指作为当年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因

其战略地位和在全国革命中的作用，成为决策和指挥全国革命活动的中枢［1］。12 年的“上海岁月”对中

共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包括建党过程、确立党的基本框架路径和规则、工农红军的

组织建设和开辟了地下活动以及隐蔽战线的工作，等等［1］。

目前，关于中共“上海岁月”党建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1921-1933：

中共中央在上海》一书中提出，那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快速发展的阶段，也

是面对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如何巩固和扩大党的影响力的关键时期。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包括政

治路线的形成及其实践、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各种斗争、党的理论创新以及领导和指

挥红军和根据地工作，等等。就党的建设和组织发展史的地位而言，该书提出，1921年党的“一大”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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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召开，标志着中共的正式成立；在随后的12年里，上海党中央作为党的早期核心领导机构，在党的建设

方面承担起了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的重要任务，特别是1928年中共“六大”后，“新一届党中央贯彻六大

争取群众的总路线，强调深入群众，领导日常斗争，加强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2］（P5）。通过不断扩大党

的规模与影响力，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学界关于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涵盖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干

部教育和培训、军队和其他诸如根据地的党建等多个维度，笔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并梳理有关延

安时期党内治理的全面图景。这些研究成果有对围绕民主集中制治理模式的适应与演变的分析，也有

讨论政党吸纳、组织架构、政党干部、政党纪律等方面的研究，还有研究党的组织结构、民主集中制、党的

纪律等方面的成果［3］［4］［5］［6］［7］［8］。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从“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建工作提

供了宝贵视角。这些研究揭示了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干部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努力，勾

勒出中共早期政党治理的图景，并探讨了其对当代党建工作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

不过，这些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首先，关于“上海岁月”的党建研究，学界过去对这

一时期的党建研究重视不足，往往聚焦于人们熟知的根据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党中央在建党百年之

际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因而需要学界对“上海岁月”中共中央的努力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评价。

其次，部分党建类研究论文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不足，未能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等重

要史料，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可信度。再者，既有研究较少从微观视角透视中共早期的党建，部分研究

侧重探讨领导人的党建思想，对政党治理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和实施细节关注不足，限制了对中共党建机

制和运作模式的全面理解。同时，党史与党建研究密不可分，应充分肯定党史研究对党建研究的贡献。

本文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一是加强对中共在1921年至1933年“上海岁月”期间党建工作的研究，

注重微观分析和细节呈现，特别是党员训练、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作为对中共早期发展史的补充；通过

揭示这一时期的党建工作细节，更好地理解中共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二是研究从“上

海岁月”到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变化，捕捉中共的党建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的发展；通过比较和分析两

个时期的党建实践，揭示中共在不同时期的策略调整和创新举措。三是注重研究上海和延安这些特定

区域的党建，通过深入挖掘和分析，展示中共在不同区域所采取的党建具体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四是进

一步分析中共在革命年代政党治理（党建）的实践逻辑、独特治理模式和机制，总结其对现代党建工作的

启示意义。五是加强多学科的融合，通过历史学的方法挖掘各类史料，提供有价值的史料参考；通过政

治学的理论研究政党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权力分配，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通过社会学的视角

分析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理解中共党建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笔者采用历史政治学的研

究路径来分析革命年代中共党建。采用这一研究路径能够综合历史与政治分析，突出源自联共（布）的

党建在中国革命具体场景中的治理特征，包括内部教育与民主生活会等［9］。通过文献分析和档案研究，

既关注历史事件本身，也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动因和意图，这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

和不同的地理空间（如上海、瑞金、长征、延安）背景下的党建策略至关重要。

二、“从初生到壮大”：中共“上海岁月”党建实践的探索、策略与成效

这一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下，确立了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运作模式，完成了从一个研

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向初生政党①的转变、再从初生政党向青年政党的转变，突出了源

自联共（布）的党建基因在革命实践中经历关键的组织建设和理论框架的确立过程。从 1921 年至 1933

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关键文件和政策，确立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框架、路径和规

① 笔者使用“初生政党”是指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政党在其发展初期的状态。这个阶段的政党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组织结构简单；成员数量有限； 
运作模式不定型等。这里使用“初生政党”强调的是中共在成立初期的状态，与后来更加成熟、制度化的政党形态形成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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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些文件和政策涵盖了党的组织原则、内部治理结构、党员标准、党纪、党内教育以及党的日常运作

等多个方面，并通过这些措施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领导能力。

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章程具体规定了党员申请

条件和入党手续，以及党的组织机构、组织制度、运作方式等，大会选举了蔡和森、张国焘分管宣传组织

工作。党章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体现了党的高度集中性和统一性。“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

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和“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这两条规定，强调了党内的等

级秩序和执行力度，确保了决策能够迅速、有效地被执行。同时，“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

服从多数”［10］（P20）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1922年7月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了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10］（P20）。严密的集权体系意味着决策和指令能

够迅速、有效地从上至下地传达，确保组织的统一性和行动的协调性。为了保持党组织的稳定和成员间

的忠诚，中共开始建立了一套符合列宁主义原则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引入了民主集中制，强化党内

纪律，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0］（P20）。

在共产国际的协助，这一时期的中共也开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理解、吸收和本土化，

并在具体实践中加以运用，在党建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风格，例如，入党宣誓仪式就是中共在党

建方面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程序和形式［11］。根据政党理论，政党的组织建设是政党发展壮

大的基础。中共通过制度化的入党宣誓仪式，增强了新党员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并通过这一形式化

的程序，使党的组织结构更加规范和有序。这种制度化的过程，有利于中共的纪律性和组织凝聚力［12］

（P450-452）。宣誓仪式使用的党旗（镰刀锤头旗）象征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这是一种象征政治的体

现。象征政治是指通过使用象征物（如旗帜、标志、仪式等）传递政治信息，凝聚政治共识，增强政治认

同。中共宣誓仪式中的党旗象征着党的核心价值和目标，通过这种象征物的使用，强化了新党员对党的

认同感和忠诚度。同时，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有利于提升党的政治合法性，它以一种共同的仪式和承

诺，加强了党员间的团结和互助，增强了党的内部凝聚力［13］。入党宣誓仪式的启动和展开，反映了“上海

岁月”时期中共的组织朝着结构化和纪律化的组织方向发展。

在“上海岁月”期间，中共采用多种策略和措施，广泛吸纳工人和农民，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如1928年

10 月的党中央第七号文件《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4］（P228-237），标志着

中共成为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决心。该文件强调党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要紧密结合无产阶级的特点

和需求，要求提高党员政治教育水平，明确党的各级组织的职责和运作方式。“上海岁月”期间，党中央制

定了不少这样的文件和政策。通过它们的实施，中共逐步建立起符合自身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党的建设

基本框架，增强了党的自身力量，为中共的长期发展和治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对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说，白区的党建工作具有特殊性，更加需要注重党员的选拔、培训和管理，

确保每个党员都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持高度的组织性。中共在白区隐蔽战线有两支关键的队伍，

一支是特科队伍，一支是红色交通员。“特科”是“中共中央特别任务行动科”的简称，主要负责情报收集、

秘密行动和保卫党中央安全。“红色交通员”是负责在上海党的中央与红区之间传递重要文件、情报的人

员。为了培养这两支党员队伍，党中央对他们进行了特殊的党建训练。特科人员除了常规的党建理论

学习外，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实弹射击等军事训练①，提高了特科人员的战斗力，加深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

认同感。红色交通员是连接上海的党中央与各红色割据区域的重要桥梁，他们的任务同样艰巨。在对

红色交通员的训练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亲自拟定了选拔

红色交通员的原则，要求他们党龄长、政治坚定、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等等。这些要求确保了交通员的可

① 党中央对特科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训练。由于枪声会引起里弄邻居注意，引来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党中央克服种种困难，为特科人员购买驳船，出 
海训练，最终完成了训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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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保证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和应变能力［15］。只有那些对党忠诚、信仰坚定并在政

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上都过关过硬的党员，才能胜任特科干员和交通员这样的重要职务。

“上海岁月”时期的党中央还负责领导红区（红色根据地）的党建工作。1927年之后，各地革命形势

发生很大变化，全国出现了多个以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区域，中共开始经历了重大组织变

革。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随着斗争发展，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闽浙赣、湘鄂

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等根据地陆续建立。上海的党中央为了强化与红色割据区域各级党组织的

联系，保证路线方针和决策能够向下执行，开始逐步建立起组织巡视制度和全国性秘密交通网［16］。党中

央构建了对根据地进行领导的体制结构模式，如“前敌委员会”机构的设置，中央特派员和巡视员掌握着

“前委”较大的权力［17］。这就需要建立红色交通线，将高级干部从上海秘密地护送到各个根据地。与此

同时，中共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在工农红军的建设过程中，中共确立了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原则，确保军事力量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一原则特别重要，因为工农红军由不同背景和阶

层的士兵组成，其中除了工人、农民、旧军人，还有不少游民无产者，这使军队中的作风建设和党建工作

尤为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采取了一种将军队建设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的策略，在基层单位中

普遍建立党支部，加强党在军队基层的组织和影响力［18］（P90）。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提高和

巩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保障红军对纪律的巩固和命令的执行，是红军中党的中心任务”的命令［19］。

以从鄂豫皖地区转移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为例，在川陕根据地创建初期，由于红四方面军是从鄂豫皖地区

转移而来的，与川陕地区的群众并无太多联系，作为初到川陕地区的“客军”，面对复杂的敌对环境、陌生

的地形和有限的资源，红四方面军从实际出发，在党建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为川陕根据

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治理模式提供了组织和思想保证，使川陕地区成为西北革命的重要战场［20］。

南方红色割据区多位于偏远山区，与中共中央上海总部相距甚远，战争的持续及国民政府的严密封

锁导致这些苏维埃区域的政权相对零散，难以统一，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及各路红军的沟通受到了严重

阻碍，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为解决这个问题，1930 年 10 月上海党中央发出指示：“依据三全扩大

会组织决议案（见附件）的规定，党在苏维埃中央区设立中央局，直接指导各苏区之党的特区委员会，在

有些苏区与中央区还没有打通时，则这些地方的特委，仍暂依原有关系属长江局或南方局，惟一经打通，

则立即改隶苏区中央局。”［21］（P449）1931 年 1 月，党中央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

都成立。苏区中央局代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指导苏维埃区域的所有工作。作为上海党中央的派出机

构，其目标是管理和指导红区的革命活动和党建工作，以确保中央政策在根据地得到忠实执行。当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一号通告《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着重强调：“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

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

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22］

（P277）1932年6月12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大纲》这份关键文件。该大纲对中

央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和改造提出具体的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所有苏区的党支部必须在7月31日前

进行一次工作总检查，并改选支部书记及干事会［23］（P234）。这一大纲还详细说明了支部改选的原则、方

法以及支部工作的具体要求。从1932年起，中央苏区每年都会开展一次支部改造运动。这些运动的目

的在于通过总结检查工作，整顿和健全区委、支部的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加强苏区的组织建设，以实现对零散的苏维埃区域和各部红军的统一指导，增强他们之间的联系［24］。

中共“上海岁月”是在白区和苏区两个不同环境中展开活动的，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斗争格局。白区

主要指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其中上海是最重要的中心，它作为中共的秘密活动基地扮演着极其关键的

角色。上海的地理位置、经济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中共中央的理想所在地。在这里，中共组

织和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活动，进行着党的建设以及与国内外革命力量的联系［1］。苏区通常是农村

地带，是党进行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主要场所。苏区的存在对上海的党中央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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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割据区域，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体系和军队体系，能够展开针对国民党的游击战争，可以进行共产主

义理念的实验，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通过建立地方组织，中共建立起了自己的治理体系，加强了

党的组织网络，有效地处理了军事、政治和社会事务。这两个区域活动的互相补充，共同推动了中共的

成长和壮大。总的来说，作为中共党建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上海岁月”期间党确立了建设工作的基本

框架路径和规则［1］，并在组织建设、理论学习、实践应用、纪律建设等方面实现了初步制度化。

三、从白区到苏区：中共“瑞金时期”的党建实践与组织重塑

1933 年 1 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苏区瑞金县。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和渗透活动极

为猖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频繁遭到破坏，安全形势极其严峻［25］。这种高压环境下，党中央不得不

考虑转移到更加安全的革命根据地。随着各根据地苏区的建立与发展，江西苏区尤其是瑞金县已经形

成了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拥有自己的政府、税收和严密的组织架构。这为上海的中共中央提供了一

个安全且具备基本条件的根据地，从而有助于中央工作的稳定开展。

随着党的高级领导博古等陆续抵达江西苏区，其他领导人也选择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汕头—潮

安—大埔—永定—长汀的秘密路线（“华南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江西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26］（P426）。中共领导机关靠近革命中心区域

指挥中国革命，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中共领导的革命路径逐渐发生了改变，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全新斗争

形式得以进一步推行；另一方面，党中央能够更直接地领导各地的根据地，并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进行

日常工作与组织建设，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上海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瑞金后与苏区中央局合并，

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时又根据需要以中央的身份开展工作。1934 年 1 月

在瑞金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临时中央最终在会上实现了转正［25］。其它在瑞金重建的党中央机构

还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等等。

随着这些机关的重建，加上原有在瑞金的红军总部机关和苏维埃政府机关等，机关党建工作变得重

要起来。苏区的机关党建工作是在工农武装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时

代印痕，它与中央苏区党建相随相伴，体现了机关党建工作的特性。为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苏区中央局

组织部决定设立中共中央机关党总支，由邓颖超担任书记。1933 年 4 月，谢觉哉抵达江西瑞金，担任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27］。针对政府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在党建过程中

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苏区中央机关党组织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辑出版了系列马列著作

读本和党员教育资料，对党员开展普遍教育。意识形态传播是中共巩固自身地位、动员群众和实现政治

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教育培训，确保了苏区党员在思想上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1933-1934 年间，瑞

金的中央机关党总支还开办过多次支部委员训练班和党员流动训练班，有计划地开展了党建工作。作

为信息传播的渠道，机关刊物《党的建设》为党建工作和党员教育提供了平台，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

弼时在《党的建设》上发表文章，讨论了如何加强苏区党委对支部及各群众组织的领导［28］（P170）。

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1933年苏区中央局对所辖闽赣两省党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调整，通过制定

支部工作条例和法规，使军队、地方政府和国营工厂等单位的基层支部能够规范地开展工作［29］（P709- 

717）；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区委要以全力去帮助支部的经常工作，建立起中心和模范支

部，务使支部成为工厂作坊乡村街道群众中和其周围一切群众政权武装组织中强有力的领导者”的要

求［30］（P543），通过树立模范和标兵的方式，以优秀实例激发其他支部进行学习，影响并激励了其他个体

和组织效仿及追随。这种策略在组织行为中被称为示范效应，是指通过树立榜样或模范，影响和激励其

他个体或组织效仿和追随，可以有效地推动组织内部的竞争和进步，提高整体工作水平和效率。树立模

范和标兵的工作方式后来成为中共推动党建工作的一条十分有效的路径。

在党中央的瑞金时期，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1933年3月，临时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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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抵达瑞金1个多月后，中央苏区便进行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随后不到半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展开，又持续了长达1年时间。在不断的外部压力下，中共中央被迫撤退，开启了长达1年的长征。在艰

苦卓绝的长征过程中，中共的党建工作表现出了两个显著特征。首先，长征既是一次地理上的迁徙，也

是一种独特方式的锻炼，为党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建设和发展。其次，在组织

建设方面，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领导核心成员之

一。这一变动给党的领导层风貌带来了全新变革，到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了

重大转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主导党的决策过程。面对接连的挑战和失败，中共通过自我革命、

自我刷新，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危机，为延安时期党建的全面提升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延安时期党建的深入发展：从组织扩张到思想巩固的全面提升

延安时期指的是中共中央在陕北的 13 年时间，具体指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

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的这13年。中共在延安时期推行“整风运动”和加强

党的建设的背景是多方面的，特别是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中共从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转变为

以农村为基础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形势的转变要求党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力量和领导能

力，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在抗战期间，党需要整合来自各地以及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员和力量，延安“整

风运动”为统一这些力量的思想基础和组织纪律提供了契机。由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在陕北获

得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为中共进行思想建设、组织整顿和战略规划争取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条件。由

于长期的战争和快速的发展，使党内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作风不正、组织松散、党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等。

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入，需要在路线政策上形成共识，以指导复杂的抗日战争。

针对这一现实，毛泽东提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31］

（P603）。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化”不仅仅指具有党性，而且还指的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实践来

重塑和加强一个政党，包括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领导、坚持革命原则和目标、实行民主集中制以

及保持党的严密组织和纪律。“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形成一个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效行动、具有

强烈阶级意识和战斗力的政党。因此，毛泽东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如何构建和维持一个强大、有组织、

坚定的革命政党的全面指导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希望通过一个教育和整顿过程来提高党员

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以应对抗日战争和未来更大规模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挑战。

（ 一 ）打破发展党员的关门主义

由于抗战的爆发，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大量进步的革命青年涌向延安。党中央适

时决定，打破发展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将发展党员列为当时的迫切任务，使党员数量从抗战初期的4万

人快速增加到了80万人。但这种组织扩展策略也带来了降低党员标准和投机分子混入的问题。为了做

到组织扩展需要与质量控制相平衡，中共制定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关于巩固党

的决定》，强调党员发展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

经审查的拉伕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32］（P187）

1939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出了成为共产党员需要符合的“六条标准”，包括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

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与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模范和不断学习以提

高自我。这些标准为党建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确保了党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与党的目标保持一

致。“六条标准”的提出对当时因大量革命青年涌入延安、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等产生的各种现象具有重要

的引导作用。“六条标准”提高了中共党员的整体质量，强调通过对共产主义终生奋斗和革命利益至上性

的教育、宣传和训练，能将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内化到个体，从而增强其对组织的服从，有助于

党员在思想上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新党员了解中共与其他党派的基本

区别，增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组织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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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培训体系和党员教育的规范化

        相比于“上海岁月”时期的党员教育和培训体系，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进入一个深入阶段。这一变

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延安时期中共兴办了各类学校，主要包括：1936年创办的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1937年创办的陕北公学、1938年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以及马列学院（前身是江西苏区兴办的马克

思共产主义学校，1943年改为中央党校）。中共举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如针对高级干部进行特定培训的

高级干部训练班和在陕西三原安吴堡创办的规模很大的青年训练班。1939年夏，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

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4校合并，在晋

察冀边区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它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一起成为延安时期影响深远的三

所学校，学科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党务、社会、科技、文学、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较为完

整的干部学校教育体系，体现了中共在延安时期对干部教育和培训的高度重视。这些教育机构为中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养了大量人才［33］（P51）。

第二，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系统化的党员教育和培训。这期间，中共建立了包括党校、不同级别的学

习组（班）等不同形式的教育机制，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培训方案，包括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标准，

确保了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效果。194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34］（P522-

523），明确了三种不同层级的党校和训练班，即分别训练中级干部、区级干部的党校和初级干部训练班，

由不同级别的党组织负责［34］（P522-523）；同时对训练期限也作了规定，中级党校训练期为半年至1年，区

级党校为3-6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为2周至2个月。在党校课程方面，分为甲、乙、丙、丁4类，涉及联共

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等内容，显示了党对理论知识和中国实际问题的双重重视。

培训工作要求文化课与专业课相结合，强调党员干部必须提升文化素质，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政治理

论，同时还专门设立了时事和军事课程，体现了党对政治形势和军事知识的重视［34］（P525）。在教材方

面，培训要求使用中共中央出版的教材，如条件不允许，地方也可以根据需要解决教材不足的问题［34］

（P525）。这些指示显示了中共对党校教育内容的规划性，也使党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和战略。

（ 三 ）强化思想建设：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的深化

思想建设包括政治理论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党的传统和历史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文化的培养。

党员在思想教育过程中要对前期党的领导的错误进行反思，包括对早期城市斗争时期的战略以及个别

领导人错误的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般是在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上进行，每位党员须向组织袒

露自己的思想状况和落后观点，使自己成为一个“透明”的个体，不能对组织隐瞒任何事情，过一种集体

化的道德生活［35］。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进一步发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这一机制相较于苏

联的列宁主义政党更为完善和精细，既反映了中共对列宁主义党建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也体现了中共自

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确立了

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在党校、学习班等平台进行的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广大党员

对标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①指出，“在党内发扬民主，

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

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37］（P109）。在延

安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成为党员教育的常规组成部分，而且还作为中共党内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

的一种手段。

（ 四 ）组织建设：党员考核和干部审查制度的建立

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与中共早期相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加快了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

① 1944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固定表述为“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36］（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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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完善。中央组织部出台了多个文件，明确了发展党员的制度和标准，规定发展党员必须通过介绍

和审查讨论的方式进行。中共同时加强了对党员组织生活的规范化管理，包括定期召开的组织生活会

议、民主评议党员以及党员考核制度。通过对政治表现、工作业绩、道德品质和群众关系等的考核，实现

了对党员的动态评估，确保党员持续符合党的要求［34］（P520），提升了中共党组织的规范性。

延安“整风运动”也形成了党的干部的审查制度。这一项工作是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针对

党员和干部进行深入的审查。在革命年代，面对国民党向边区渗透的可能性，为确保党内干部队伍的纯

洁性和忠诚度，剔除那些不符合要求的党员干部，中组部对党员和干部进行组织审查，如个人历史审查 

（包括家庭出身、过去的政治经历、参与革命的经历等）、党员的行为和表现评估。干部审查有助于清除

党内的“不纯”成分，能充分提升党的整体纯洁性和战斗力，并通过这一过程强化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和

对党纪党规的遵守。通过干部审查，中共加强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建设，确保了领导阶层和党员队伍的忠

诚和纯洁［38］。作为党建工作的组成部分，干部审查对党的组织档案制度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设立和

保存干部档案。原来在“上海岁月”是没有干部档案的，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央组织部建立起干部档案管

理，这是中共党建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34］（P527-529）。档案中包含了干部个人填写的各种表格、自传、

各时期的组织鉴定和证明材料等，可以全面了解干部的背景和表现。中组部还通过各地的地下隐蔽战

线系统搜集了用于鉴定干部的其他材料，如各地方党的历史及负责干部的情况，以及在国统区各监狱、

反省院、干训团的表现情况等。这些档案材料成为管理干部的重要依据，并且被完整保存下来。调阅档

案成为后来中共选提拔干部的一种组织原则和机制，在中共党建中发挥了持续的作用［38］。

（ 五 ）延安时期军队的党建实践

        军队的党建工作对中共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1936年后军队的党建情势呈现出特定的特点和挑战。当时到达陕北的红军，除了作为中央红军的 

红一方面军外，还有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作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是中共领导的主力军队，拥

有统一和成熟的党建规范和军事作风。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然也是同样忠于党的事业，但在历

史背景、发展经历和具体作风上与中央红军有所不同。这些差异表现在军队作风及其指挥体系上。为

了形成更加统一和强大的力量，对进入陕北的各支红军进行整顿和党建工作是必要的。

军队整顿需要细致的策略，主要涉及三个核心议题：肃清王明机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性，转变知识分

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军队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思想。精英合作理论认为，通过吸纳具有专业技

能和知识的精英，政党能够提升组织的整体能力和适应性。抗战爆发后，吸纳知识分子成为军队干部是

中共组织整合的一部分，对军队的这些知识分子，党采取了“容”“化”“用”的政策［39］。同时，要克服军队

中的宗派主义思想以及处理好军地干部关系，必然涉及组织纪律和内部整合。党中央通过打击宗派主

义，防止小团体利益破坏整体利益等做法，增强了军队的纪律性和内部团结［39］。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对红军进行了重组，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一阶段的军队党建工作与

红军时期相比有几个变化和特点：一是统一思想和政治教育，重点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学习，以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目的是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二是进一步加强了军队中的党

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如连队党支部，确保党的政策和决定能够在军队得到有效执行。三是

纠正了军队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四是强化军民关系，

改善军民关系，增强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新四军与八路军这两支军队在组建背景、作战环境、领导结构以及与延安总部的关系等方面有所差

异。八路军主要活动在华北地区，相对而言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更为紧密，受中央指导和影响较大；新四

军主要在华东地区活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面临的活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与中共中央的联

系也相对较为间接。由于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以及历史背景的不同，两支军队的党建工作在“整风 

运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所差异。地理上的隔离使新四军在接受和实施“整风运动”方面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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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陈修良回忆到，“华中党校比较文明，不搞逼供。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交代自己的问题，这种

做法很有效果”［40］。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干部来源多样，包括前线、游击区、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这种

多样化的背景要求在实施“整风运动”时必须考虑不同背景干部的实际情况，采用情境适应的策略。

尽管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整风运动”中有上述的不同之处，但两者都致力于通过“整风运动”加强党

的建设，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整风运动”对两支军队来说都是一个提升党内团结、加强党的

领导力量、改进军队作风的重要时期。通过“整风运动”，两支军队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自存在的问

题，提高了战斗力和凝聚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中共党建策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适应、调整及其影响

从中共中央的“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中共的党建策略经历了显著的转变。在“上海岁月”，无论是

白区还是红区，由于都处在国民党的压迫之下，党的组织形式往往采取小型、灵活或隐蔽的形式。在延

安时期，随着中共取得了合法地位以及根据地的扩大，中共开始建立更加公开和正规的组织结构。这些

转变体现了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策略性调整。

第一，对中共的发展史而言，“上海岁月”是一个关键的创始阶段，其间的党建活动深刻影响了党的

长期发展轨迹。中共中央在党建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总结，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组织结

构和运作模式。这些早期的党建活动包括党员训练、组织架构的搭建以及具体的运作方式等。“上海岁

月”期间，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严厉镇压，中共的党建活动主要集中在如何在隐蔽环境下保持组织的生存

和发展等方面。而延安时期则标志着中共的党内治理和党建实践有了重大转向，党能够相对公开地进

行自身的组织建设。这一时期，“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得以公开推进，中

共确立了广泛群众基础和长期革命所需要的党建原则和实践模式。

第二，党建策略的演变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进展，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党的建设的演变过程

不仅是物理空间（如地点的变迁）上的变化，还包括了关键事件（如反“围剿”、红军长征等）、领导人的更

替（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成员）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发展，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

党的建设和发展的轨迹。在党中央的“上海岁月”和延安时期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瑞金时期和

红军长征期间的3年党建工作，它成为连接“上海岁月”和延安时期这两个重要时期的桥梁。

第三，在“上海岁月”期间，共产党更多地侧重于城市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组织建设。而在“延安

时期”，随着抗日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提

升［9］。延安时期，中共在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上有了丰富的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意义和特征的群团

组织来替代传统宗族组织，实现了广义上的政治平等。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完善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相

关制度建设，涵盖党小组、支委构成、支分部、开会时间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共加强了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以及平台组织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管理。

第四，在“上海岁月”时期，中共无法做到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训，直到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中

的党员培训制度才完善起来，而且能在自己的根据地和控制区域建立各级党校和稳定的学习培训中心。

“上海岁月”时期的党员培训具有秘密性和临时性。由于上海是国民党控制的白区，中共的活动必须在

秘密状态下进行。因此，党的培训活动往往是临时性的（如临时夜校），且须保持高度的保密性。在这种

环境下，培训内容和规模受到了严重限制。由于常常面临被迫害和搜捕的风险，培训活动需要经常变动

地点，且参与人员也经常变换，培训内容只能简单地集中于基本的政治理论和临时性革命任务，难以对

党员进行长期系统的教育。在延安时期，中共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能够建立起稳定的、层级分明的党校

系统，从中央党校到地方党校，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培训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基本政治理论，而

是扩展到党的政策、历史、军事和行政管理等多个方面，建立了系统的党校教育课程体系和培训体系。

这种系统性培训更有利于党员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与上海相比，延安能提供一个更加稳定和安全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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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可以对党员进行长期、连续的教育和系统的培训。

         第五，与中共早期的“上海岁月”相比，延安时期的党员教育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入。既有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也有涉及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特点、军事战略等内容的学习。建立正确的党史观是

延安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活动要求党员了解共产党转入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及

其发展过程，把井冈山道路作为党的正确道路来叙事。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员

要理解这一重要的革命战略转变。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共革命斗争开始从城市斗争转向以农村为中心

的游击战争，并最终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略。通过对井冈山道路的学习，让

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深的理解，并理解其在中国革命中

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41］（P255）；通过这种全面的历史学习和反思，使全体党员认识到井冈山道路的正

确性，重塑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认识，确保党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能够采取正确的路线和策略［41］

（P255）。1945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强调，“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

右倾的错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

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36］（P88）。中共在经过各种成功

和挫折后终于在各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巩固和统一。

第六，与中共早期的党建工作相比，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党建文化。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党员在党内交流和进行自我完善的机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

升党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改进能力。这种党建文化在中共的“上海岁月”期间是不太明显的。

第七，领导层的示范作用。1942年，中共开始了“整风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参与党员的教

育和培训工作，为党员授课，这与中共早期的党建活动相比是较少见的。这种做法提高了教育的权威性

和影响力。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亲自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和革命策略。党的各级

领导层积极参与党内的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以周恩来为例，他在1943年7月底从重庆回延安参

加“整风运动”，写下 4 篇 5 万多字的学习笔记；从 1943 年 11 月 15 日起，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 5

天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42］。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参与对党建工作产生了示

范作用，这是一个创新做法，提高了党建工作的质量，增强了党的团结，同时也塑造了中共的政治文化。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相忍为党”和对党绝对忠诚的态度，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

后来党的领导集体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些长远影响就是，通过党建工作，中共能够有效地提升党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为后续的

革命斗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一，中共在“上海岁月”和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全面而系统的党性锤炼机制，其核

心要素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一机制如同一个精炼的

党性培育体系，极大地增强了党的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在这一时期，党的革命斗争实践成为每位党员

党性磨砺的试金石，使他们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与锻炼。

第二，“上海岁月”和延安时期的党的建设为中共培养了一支坚强的优秀的革命队伍，为后续的革命

斗争提供了核心力量。“上海岁月”时期严格的党建工作对隐蔽战线人员进行训练，这种经验为新中国成

立后国安和公安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使新中国能够迅速建立起一支忠诚、高效、专业

的国安和公安队伍。在延安时期，通过系统的培训和教育，中共培养了一批忠诚、有能力的干部，为解放

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和人才基础，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支政治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的干部队伍。这

两个时期培养的干部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展示了中共具有优秀的自我革新和自我纠错能力。这种党建策略意

味着我们党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查，党的思想建设能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和具体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

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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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研究中共从“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的党建演变，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年代严酷的环境考验

着每一位党员的忠诚和意志。党建如同熔炉，锻造出党员对中共的坚定认同和钢铁般的纪律，凝聚起党

组织的强大战斗力，使其在惊涛骇浪中屹立。党建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党员的思想航向。通过系统教育

和引导，党员能深刻领悟中共的意识形态，形成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在革命斗争中有了坚定的方向。

党建也是一方人才的摇篮，能培养出大批兼具政治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干部，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中流砥

柱，为中共的革命事业提供坚实的队伍保障。此外，党建更是一场道德洗礼，通过集体生活和相互批评，

可以塑造出具有高道德水准要求的党员个体［35］。上海、瑞金、延安这几个特定区域是中共党建和革命理

论实践的重要实验场，特定环境中的党建工作最终塑造了中共的政党治理体系和文化，其中包括价值性

政治势能和一元化政治势能。价值性政治势能是通过思想、理论、信仰等价值性因素进行的政党治理，

而一元化政治势能强调党的领导核心，这一机理在延安时期确立。延安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遗产之一

就是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强调，是通过党建所形成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9］，对中共党建工作在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整顿及纪律加强的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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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It's Long-term Impact of CPC Party Building 
Strategies:From the ''Years in Shanghai'' to the Yan'an Period

An Examination in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He Donghang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Party building strategies from the early ''Years in Shanghai'' to the Yan'an 

period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years in Shanghai, CPC established its basic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and operational 

models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Comintern, transforming itself from a study group into a political party. 

CPC's basic framework, development paths, and regu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its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intraparty governance structure, standards for Party members, and Party's routine operation. In the 

Yan'an perio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he CPC further refined its Party build‐

ing strategies, achieving ideological un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which provid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aling with complex political environments and war challeng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 of 

Party building, especially in the Yan'an Period, including ideological commitment reinforcement, organiza‐

tions optimization, leadership participation, and military Party building, fully demonstrate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 Party building strategies wa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bu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ang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Years in Shanghai"; Yan'an Period; "rectification movement"; political par‐

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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